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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基于南斯拉夫解密档案的分析＊

项佐涛　向康祺＊＊

内容提要 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比较重

要的地位。在中苏关系恶化前，中国在对南关系上与苏联保持一致；

中苏关系恶化后，南斯拉夫与苏联一道成为被批判的修正主义对象。

１９６８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双方都担忧会遭到苏联的武

装入侵，由此开始接触并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开展合作。根据南

斯拉夫外交解密档案，中南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为破冰期、试探性接

触期、高级代表团互访、领导人互访四个时期，推进中南关系正常化

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对于社会主义认知的变化以及中南国家利益的一

致性。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南关系 中国 南斯拉夫 外交

关系 关系正常化

１９５５年１月２日，中国和南斯拉夫正式建交。然而，自建交后，两国关系

的发展一波三折。中南两国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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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许多外交问题上有不少分歧，甚至中方在中苏论战的“九评”中还以《南斯拉

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评南斯拉夫在沿着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前进，更甚

至希望“打在铁托的身上，疼在赫鲁晓夫的心上”；①而在南斯拉夫看来，中国当

时则是在奉行一条极其危险的“极左”路线。这些都给双边关系带来了负面影

响。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遭苏联武装镇压后，中南出于对苏联武装入侵的担

忧关系开始缓和，南方首先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和关系正常化的建议。

此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外交人员互相访问的频率不断增加，会谈和访问的

规格不断上升，最终在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７８年实现领导人互访。关于此段历史，学

术界尚无专门的、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档案材料的研究。本文基于南斯拉

夫驻华大使馆已经解密的文献及中国的相关文献，对中南关系从恶化到关系

正常化进行分析和考证。

一、坚冰的融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南关系的变化受制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及中共对社
会主义的认知。１９４８年苏南冲突后，南斯拉夫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

式的自治和不结盟的社会主义道路。南斯拉夫的做法被苏联定义为“离经叛

道”，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

交政策，不仅在对外关系上，还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与苏联保持一致。因此，“离

经叛道”的南斯拉夫自然也成为中国批判的对象，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一度被

中方视为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中方搁置了南斯拉夫提出的建交请求。

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南关系逐渐缓和。同年６月，苏联重新委派驻南

大使，两国恢复正常关系。在此背景下，中国才在１９５５年同南斯拉夫建立了

外交关系。② 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

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告诉南代表团，中方当年批评铁托（Ｊｏｓｉｐ　Ｂｒｏｚ　Ｔｉｔｏ）是

有“苦衷”的：中方不得不听斯大林的话，“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

很难办”，因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

国”。毛泽东还对南代表团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

命，欠债还钱”，“１９４８年我们写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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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

评，不必那样急”。① 毛泽东当着南共代表团的面承认了自己过去批评铁托的

不妥之处，为中南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

东和铁托之间的隔阂一笔勾销，也并不代表着毛泽东认可了南斯拉夫所走的

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说明了这一点。

１９５６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在如何评价斯大林、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问

题上逐渐与苏联发生分歧。苏联开始走上一条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而中

国却认为，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行为就是在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在复辟资本主

义。由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中国并没有急于同苏联撕破脸，而是把矛头首先

指向了早在苏联之前就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南斯拉夫，指“南”骂“苏”。１９５８年，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明确提出
“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

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②为批

判南斯拉夫路线寻找合理依据。随后，中南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两国关系公

开交恶后，中国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总忘不了将南斯拉夫一并清算。

１９６２年７月２３日，铁托发表讲话透露了南斯拉夫经济困难的情况，《人民日

报》便在７月２９日发表题名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文

章，公开批判南斯拉夫的“反马克思主义”。③ 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三评”苏共中央

公开信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题，直接指责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

义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在这封公开信中，中共不仅否定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性质，还将南斯拉夫视为帝国主义的奴仆和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急先锋。④ 中

方恶意相向的做法最终让中南关系进入冰封期，并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８年。

１９６８年８月爆发的苏联侵捷事件给中南关系的破冰带来契机，双方找到

了利益的契合点———担忧苏联对本国发动武装侵略。由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

苏关系持续恶化，苏联侵捷后，中国高度警惕苏联的军事行动，担心它也会出

兵中国，并且在公开场合谴责苏联的军事行动。例如，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３日，周恩

来在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发表讲话，指责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反对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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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追随者在布拉格的军事行动和侵略行径。据称周恩来总理的发言得到罗

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代表的称赞。① 此后，毛泽东做出判断，南斯拉夫由于同样

担忧苏联入侵，有可能成为中方间接同盟。② 事实也的确如此，南斯拉夫同样

担心会遭到苏联的入侵。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对于苏

联侵捷的反应吸引着南斯拉夫的注意。起初，南斯拉夫认为，中苏两国的分歧

只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上发生的冲突，中国未必能够成为南斯拉夫抗苏的朋友，

因为中国在１９６８年６月还攻击了铁托。③ 档案显示，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对中

国当时国情的判断是：在“文革”期间，中共限于国内混乱，国家治理能力受到

严重削弱，行政机构陷入瘫痪，宪法机构全面坍塌，国家进入了无序状态；国民

的思辨能力被“极左”思想所钳制，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遭

遇挫败，不仅同西方关系缓和的进程缓慢，同日本、韩国甚至古巴的关系也在

不断恶化。④ 因此，南政府认为，中国领导人此时并不会真正关心同南斯拉夫

恢复正常关系。⑤

然而，此后中方的一系列做法逐渐改变了南政府的判断。中方在报刊上

停止了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批评。根据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的情报，中方在１９６９
年初就已经在不断减少反对南斯拉夫的运动。同时，中方发起了与南驻华使

馆的数次接触，不仅直接表达了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不满，而且希望发

展和扩大与南斯拉夫的双边贸易。⑥ 在此背景下，南政府决定恢复于１９６７年

中断的两国贸易谈判并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１９６９年２月，南方正式向中方

提出互派大使和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建议。⑦ 同月，南斯拉夫经济代表团访问中

国，成为中南关系正常化的第一个标志事件。“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南斯拉夫

对中方的信任度不断增加，认为中国在恢复与南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反霸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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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变得更加可信。

提出互派大使的建议获得中方同意后，南方决定先于中方派遣大使。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３日，南斯拉夫的博格丹·奥列什查宁（Ｂｏｇｄａｎ　Ｏｒｅ̌ｃａｎｉｎ）到任，

并于六天后递交国书，成为新一任驻华大使。同年８月，曾涛被任命为中国驻

南大使。在双方互派大使的过程中，乔冠华表示，中国不会改变反对帝国主义

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且要尊重他国主权，绝不干涉内政，中国必须在这

方面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合作。① 中南互派大使标志着经历了

２０多年的波折后，双方关系回归正轨。

二、试探性接触

虽然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无论中方还是南方都对对方的战略意

图将信将疑，此时，中方报纸上还偶尔会出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文章。

毛泽东想的是什么，铁托想的是什么？双方开始通过试探性的接触，增进对对

方的了解。

迈出关键性一步的是周恩来总理。１９７０年底，周恩来在访问完阿尔巴尼

亚之后，表示将前往贝尔格莱德进行新一轮访问。② 然而，由于国事繁忙，周恩

来没能实现对南斯拉夫的访问。为弥补缺憾，在１９７１年２月１２日，周恩来前

往南驻华大使馆与南外交人员进行交流。新南斯拉夫通讯社（Ｔａｎｊｕｇ）报道了

周恩来的此次到访。周恩来表示，中国对新南斯拉夫通讯社的报道充满信心，

它会把中南两国亟待恢复的友谊扩散到普通百姓中，挽回过去因言辞上的冲突

所失去的互信。周恩来还建议双方要尽可能多去寻找交换意见的机会，扩大双

方以经济为主的多个领域的交流，开辟中南关系的新视角。③ 周恩来此次对南斯

拉夫使馆的访问让南方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极大地推动了中南关系的向好。

１９７１—１９７２年，中国外交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客观上促进了南斯拉夫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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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与中国的关系发展。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打开了隔绝

２２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１９７１年７月，基辛格访问北京，打开了中美关系

的新篇章；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上，恢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１９７２年２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其对中

国的破冰之旅……因此，南方认为，在中国的外交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如果低

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错失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良机，南斯拉夫将会与中方

提供的利益失之交臂。同时，南方在与中方接触中感觉到，中国已经认识到南

斯拉夫对于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重要意义，也认可了它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重

要贡献；中方在发展双方关系时，尝试着不通过第三国介入的方式，实际上是

表达了在双边关系中对南斯拉夫地位的尊重。①

在此背景下，１９７１年６月８—１５日，南斯拉夫外交国务秘书米尔克·特帕

瓦茨（Ｍｉｒｋｏ　Ｔｅｐａｖａｃ）应邀访华，并得到周恩来、李先念和姬鹏飞的接见。双

方就从超级大国关系到不结盟国家的合作等不同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各抒己

见、谋求共识。② 特帕瓦茨指出，不管国家的社会制度如何，都不应该将其视为

决定两国关系好坏的主导因素。要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应当基于中方提出

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斯拉夫一贯认为企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孤立于国际

大家庭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和非法的。南斯拉夫在历届联大会议上都主张，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占有自己的席位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南斯拉夫坚决

拒绝“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理论，认为没有中国这一人口众多的伟大的

国家完全和平等的参加，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世界问题根本无法解决。③ 特帕

瓦茨的表态表明，南斯拉夫认同了中方在过去两年里面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

化所做出的改变———采用理性、审慎及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外交事务，以求

同存异的观点来看待双方存在的差异。对此，中国领导人给予积极回应。李

先念表示，中南关系虽然恢复了正常化，但是，两国间依旧存在着差异及对不

同问题的不同观点。中南双方应当求同存异，多去关注双方的共同之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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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可以将存在差异的事务搁置一边。① 特帕瓦茨和李先念的态度表明，中

南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即两国关系的好坏不应当像５０年代一样以社会制度的

是否一致作为主要依据，而是应当关注双方在多个领域之间的关联。对于特

帕瓦茨访华的重要性，一年之后，姬鹏飞在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奥列什察宁谈

话时表示，特帕瓦茨访华开拓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积极推动了双方外交关系

的发展。②

１９７３年，中国迎来建交的新高潮，中国积极加强与各国在经贸、文化教育

等领域的合作。对此，南斯拉夫政府表示欢迎，认为中国尝试对外开放，不仅

能够加强中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且对建立现代化的国际外交体系能起到积极

作用。同时，南斯拉夫还确立了与中国深入交往的目标，包括进一步发展双边

关系、增加会谈内容，互派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以及开展全方位合作。③

１９７３年上半年，李先念到访南驻华大使馆并提出双方要在国家层面取得

合作的新成就，增强在外贸和经济上的合作，要开拓在文化和教育的合作。④

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外交的侧重点相比２０年前已经发生变化。建国初期，中

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强调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这样的外交思

维导致中国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与不少国家发生过冲突和摩擦。到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外交决策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务实，突出

国家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对此，１９７３年９月，即将到中国赴任的南斯

拉夫驻华大使米洛伊科·德鲁洛维奇（Ｍｉｌｏｊｋｏ　Ｄｒｕｌｏｖｉ＇ｃ）表示，中共十大之后，

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不仅热衷于发展同南斯拉夫的双边关

系，而且十分重视发展与不结盟国家的多边关系。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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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当中南关系顺利前行时，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而这个小插曲在

一定程度上是由南斯拉夫内部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的。中方在贝尔格

莱德的外交人员拜访了南斯拉夫的副总理佩特里奇（Ｐｅｔａｒ　Ｐｅｔｒｉ＇ｃ），以安排新

任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与佩特里奇见面的日程。在同佩特里奇的谈话中，中

方工作人员产生了担忧：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联盟共和国，对主权

问题非常敏感。佩特里奇认为，中国通过新的合作试图在干涉南斯拉夫的

主权。佩特里奇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与社会帝国主义者（苏联）和帝国主义

者（美国）相提并论，而美苏两国一直尝试着对不结盟国家的对外政策施加

压力。① 在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中，不结盟运动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② 佩

特里奇的言论表现出南斯拉夫国内部分人可能对中国与不结盟国家发展关

系持警惕态度，认为中国输出革命的做法会分化不结盟运动和建立中国对

第三世界的霸权。

佩特里奇的言论引起中方的高度重视。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８日，余湛前往南斯

拉夫驻华大使馆同南方外交人员进行谈话。余湛指出，中南在双边外交的具

体事务上依旧存在一些分歧或误解，但在主要问题上双方有着共同利益。双

方应该努力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积极调和潜在的分歧。南斯拉夫驻华大使

德鲁洛维奇回应余湛说，佩特里奇不大可能会发表中国干涉南主权这一言论。

南方对中国的态度不断改善，且奉行的不结盟政策和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有着共同的诉求，“霸权帝国主义”这一类的言论纯属误解。③ 余湛随后表

示，这可能是苏联为了离间中南关系散布的反华言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

国家，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在外交关系上中南是平等的，且不

受任何外部力量的约束。④ 通过沟通和交流，中南两国消除了误解，增进了互

信，为新阶段的信息分享和政策交流铺平了道路。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主义

力量也未对之后的中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１９７３年１１月３０日，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邓小平前往南斯拉夫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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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发表讲话，再次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发展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态度。

他指出，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是艰难且持久的，尽管持续时间比中国

短，但中南两国人民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且两国在战后都建

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因此，中南两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与对外斗争具有相

似性。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主张国家间平等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

同时也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绝不谋求霸权。① 邓

小平在南使馆的讲话，进一步申明了中方愿意同南斯拉夫深化友好关系的态

度，让南斯拉夫的代表们更加信任中国。②

三、高级别代表团互访

中南关系发展中的两个最重要事件是外交部副部长余湛率领高级别政府

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
（Ｄｅｍａｌ　Ｂｉｊｅｄｉ＇ｃ）率团访华。

１９７４年底，余湛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同南代表米

尼奇及莫伊索夫展开会谈。会谈主要以政治磋商为主，谈论国际事务和双边

关系。这是自１９５８年来中国派遣到南斯拉夫的第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在“文

革”期间的对外联系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在贝尔格莱德，余湛重申中方立场，

表示要继续支持南斯拉夫的反苏斗争，而且中南两国应当继续加强在政治、经

济、体育和文化上的合作。同时，余湛和南外长米罗什·米尼奇（ＭｉｌｏＭｉｎｉ＇ｃ）

交流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他表示，中国在支持南斯拉夫不结盟运动的同

时，会同南斯拉夫一起来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③ 作为回应，米尼奇特别介

绍了不结盟国家的情况和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并表示支持

中国进一步深化与第三世界的交往。南斯拉夫还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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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相互访问让两国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寻求新的双边合作。①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１９７４年２月毛泽东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Ｋｅｎ－

ｎｅｔｈ　Ｄａｖｉｄ　Ｋａｕｎｄａ）谈话的一部分。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

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②此

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成为指导当时中国外交的重要指针。

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在第三世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因此，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后不久，余湛就曾经前往南斯拉夫驻华

使馆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余湛指出，亚非拉三大洲的国家（除了日本），包括

欧洲的部分发展中国家（东欧）及太平洋的岛国，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为深

化两国对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共同看法，由于先前双方很少在政治议程

上下功夫，余湛提出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关系以明晰具体的规划。③ 余湛发言

后，南使馆判断到“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对外交往最重要

的政策之一，但对此只能表示有限的认同。原因是：一方面，中国加强同不结

盟运动国家的来往，最直接目的是缓解美苏霸权对自身及不结盟运动国家的

负面影响和限制，而根本目的依旧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因此，中国

对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态度依旧取决于美苏两大国的决策变化；另一方面，不结

盟运动国家通过与中国的来往，可以提升它们的信心和国际地位，让它们在更

好地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享受中国带给它们的经济利益。④

可见，米尼奇在与余湛的谈话中表达的是南方对于中国发展与不结盟运

动国家关系的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之前，南方有意区分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

盟国家，将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与对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政策区别对待，

担忧中国介入不结盟运动会影响到南斯拉夫在其中的影响力。如今，南方认

识到中南双方在不结盟运动中的立场并无根本分歧，甚至认为通过发展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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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友好关系，可以进一步提升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影响力。

余湛访南拉开了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的帷幕。作为回访，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６
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访华。

期间，比耶迪奇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接见，并收到了毛主席对铁托“如钢铁

一般”①不怕苏联压迫的称赞。毛泽东的表态让横在中南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心

结最终解开了。随后，比耶迪奇同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比耶迪奇指出，中南关系正在稳步前进，这符合中南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比耶迪奇更是表达了对“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浓厚兴趣，认为“三个世界划

分”理论与“不结盟政策”存在很多共通之处，符合中南双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

家的利益，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因为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与超级大国结盟

的伊朗和土耳其被归为第三世界，而它们并不是“不结盟政策”的对象。针对

比耶迪奇的看法，邓小平回应说，不结盟运动的组成国家主要来自第三世界，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开展。基于自身经历，中国不

会做违背不结盟国家利益的事情。中南两国都曾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承

担着共同的反帝反殖反霸的任务，今后两国将不断发展友好关系，共同为和平

的国际环境做出应有的贡献。②

１０月８日，比耶迪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答谢宴会。席间，他高度

赞扬中国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称赞双边会谈“非常坦

率、真诚且富有成果”，认为双方不仅介绍了各自国内的情况，并且对当今世界

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以及中南合作中过去和现在所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应有的

分析；中南两国将尽最大努力把双边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邓小平与会并发表

讲话，指出中国先前过度依赖军事因素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了政治、社会及道德

等因素对外交政策的作用。与苏联的冲突和国内长期低下的生活水平长期限制

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国家间应该平等，强国、大

国与富国不应该威胁、压迫和掠夺小国、弱国与穷国。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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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强调铁托的积极作用，比耶迪奇对此感到十分高兴。①

余湛和比耶迪奇互访提升了中南双方的外交层次，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南

关系的前进步伐。首先，中方代表通过阐述自身外交政策包括对待超级大国和

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方式，让南高层认可了中方在处理不同国家关系时所采取

的更为理性和务实的政策；其次，中南两国通过对不同国际话题的交流，求同存

异，增进了互信。对南斯拉夫来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比耶迪奇访华期间第一次

公开地赞扬了铁托领导的不结盟政策和肯定了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②

最后，双方互访经由媒体宣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下层群众对彼此国家的认

知，增进了中南友谊的群众基础。

然而，双方外交关系虽因代表团的互访迅速升温，但这只限于国家关系层

面。由于中方还未公开彻底地给铁托“翻案”、未正式承认南斯拉夫道路的合

理性，作为南斯拉夫的执政党南共联盟并没有积极地与中共恢复党际关系的

正常化。这一问题很快因为中共领导层的变动和中方自身对于社会主义认知

的新变化而解决。

四、领导人互访

１９７６年，中国政坛连续多次震动，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

是华国锋和叶剑英果断出击，铲除“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南斯拉夫时刻

关注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并且表示乐见中国的变革，理解和支持中国领导

人推行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打倒“四人帮”），希望继续与中国深化外交关系。③

中国政局的变化确实给中南关系带来了新的气象。

１９７７年４月，铁托通过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向中方表达了访华的意愿。消

息上报华国锋后，中方决定邀请铁托访华。④ ５月２４日，华国锋致电铁托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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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８５岁寿辰的同时，邀请他访问中国。邀请铁托访华可谓是水到渠成。虽然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执笔批判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但是，

毛泽东在会见比耶迪奇时也已经称赞铁托“如钢铁一般”，因而，邀请铁托访华

符合毛泽东生前执行的“一条线”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的新一代领

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变得更加开放，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更可以被理

解为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改革、对符合南斯拉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探索。①

６月１日，余湛向南使馆表示，铁托访华的时间定于８月下旬到９月初。

铁托将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因为即将召开中共十

一大，中方将尽快确定铁托的行程。②

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８日，铁托应邀访华。消息一出，震动世界，除苏联外的

国家都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华国锋、邓小平及李先念给予铁托热烈欢迎。在

接待宴会上，华国锋表示，两国可以准备恢复党际关系。他指出，过去中南两

国有过激烈且长期的冲突，两党关系因此中断。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恢复党

际关系也应当被提上日程。铁托访华具有历史性的影响，会对中南党际关系

的重建起到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来改变党

内２０年来的陈见。南共的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斯塔奈·多兰茨（Ｓｔａｎｅ

Ｄｏｌａｎｃ）表示：“过去的事情可以过去了，应当放眼未来，去逐步恢复两党关

系。”此后，李先念陪同铁托一行去外地访问。铁托在华期间情绪高涨，同中方

的陪同人员载歌载舞，直到深夜。③ 铁托访华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对双边关

系来说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南两国、两党正式突破了持续了２０余年沉重的

历史羁绊，彻底将双方过往所经历的诸多矛盾和冲突化解。中国不再使用“修

正主义者”来称呼铁托，这是中国逐渐改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外交

行为中的体现。铁托是最早改革斯大林模式并取得成就的领导人，中方也希

望从南斯拉夫学习更加先进的经验来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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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访华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体制。①

１９７８年３月，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经中央批准，率领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

全面考察其政治经济制度。李一氓等人的考察报告认为，正式恢复中南两党

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向中央建议在当年６月南共联盟召开十一大时，给

南共十一大发送贺电，以正式恢复中南两党关系。②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日，耿飚在

新华社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做报告。耿飚说：“我们那时天天骂南斯拉夫，

可是十几年来南斯拉夫在联大一直投赞成中国的票，他从来没有改变这个立

场。所以要实事求是。看问题如果按我们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一点‘修’也没

有，那么社会主义只有中国一家了，别人都不是。我讲简单一点。我们拿中国

的尺子来量别人行不行？不行。你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人家就要搞‘文化

大革命’吗？我们搞的公社制度，谁也没有，只有我们一家有。所以有些制度

不能按我们的标准。”“我们过去说南斯拉夫搞工人自治、计件工资，是修正主

义，那也不对。你们看看联共（布）党史，列宁很赞成计件工资。我们这些年骂

南斯拉夫，我们自己也有计件工资。广交会出口的那些工艺品如雕刻、挑花桌

布，就是计件工资。全国各城市的街道工厂基本上是计件的，自负盈亏，你们

也可以解释为工人自治。”耿飚的谈话结束了关于南共联盟是否是一个马克思

主义政党和南斯拉夫是否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争论，解放了思想。

在此背景下，６月南斯拉夫共产党成为前“修正主义党”中第一个与中共恢复党

际关系的党。

１９７８年８月初到８月１４日，华国锋正式访问南斯拉夫，受到隆重接待。

华国锋访南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时隔３１年，中国领导人再度出国进行国

是访问（上次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铁托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坚持同

华国锋一行进行了四次会谈和两次单独见面。在谈到欧洲事务时，铁托凭借

自己强大的记忆力，给华国锋一行亲自讲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华国锋从铁

托的介绍中了解了很多关于欧洲和不结盟国家的情况，学到了各国在发展国

民经济中的经验教训。华国锋表示，中国一方面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另一

方面也应当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尤其要向南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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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中国—南斯拉夫：研究南斯拉夫经验（第７８号文件）》，北京，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４
日，第１页（Ａｍｂａｓａｄａ　ＳＦＲＪ　Ｐｅｋｉｎｇ，Ｋｉｎａ—Ｊｕｇｏｓｌａｖｉｊａ：ｉｚｕ̌ｃａｖａｎｊｅ　Ｊｕｇｏ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ｏｇ　ｉｓｋｕｓｔｖａ，Ｂｒｏｊ　７８，０４．
Ｄｅｃｅｍｂｒａ，１９７８ｇｏｄ．，ｐ．１）。

孔祥琇、赵秀松：《耿飚恢复和重建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纪实》，《湘潮》２００９年第８期。



夫学习。这次会谈的国际影响十分强烈，除了苏联外，世界大国对中南会谈评

价颇高。① ８月２３日，双方正式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正式将南斯拉夫视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明确表示南共联盟是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１９７８年８月２６日，为执行两国有关经济、科学

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提出扩大合作的倡议和改善合作条件，两国政府达成

成立中南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协议。

１９７８年底，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签署了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年经济、科技合作协议，并就两国政府总理级的合作联合委员会达成协

议。在机械设备进口方面，１９７８年，中国完成购买价值约１．４亿美元的南斯拉

夫生产的船舶、船舶发动机、收割机、拖拉机、叉车和灌溉系统。在农业方面，

南斯拉夫将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进口中国１万吨大米。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南

斯拉夫将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从中国进口１６００吨—１９００吨锡，１９７９年进口焦化

煤约３５万吨；南斯拉夫将购买从中国转口的石油，并将再次进口１００万吨大庆

石油；中方将进口南斯拉夫生产的焊管６万吨、钢板２万吨、优质钢铁５万—７
万吨。在生产和技术合作方面，中方希望在工业生产以及专业领域引入南斯

拉夫的技术，包括制冷、建筑机械、机床、农业机械、造船、泵生产和万能起重

机。在技术转让和商业合作领域，南斯拉夫的公司将购买和销售中方的许可

证、专利和其他工业产权，以及在中国从事相关方面的投资工作。中南两国在

农林牧副渔业、财政、交通旅游、广告宣传以及教育上也达成了合作协议，南斯

拉夫将在其中部分领域（比如旅游）给中方提供创造就业机会的经验。② 此后，

双方合作全面开花。

结　　语

中南关系的破冰之旅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前，中国就已经改变了将南斯拉夫视为“修正主义”国家的论断，并与之建

立了密切的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首先开始的是面向东欧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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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邦外交部：《中国—南斯拉夫双边政治合作（第４４１３５４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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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的学习、借鉴和开放，而南斯拉夫凭借高经济增长率和良好的社会生活

质量，成为中方学习的重要对象。

中南关系的改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对于社会主义认知，以及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看法的变化。如果说中国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

代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巨大成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那么，同社

会主义国家打交道的重要成果就是同南斯拉夫恢复正常关系，而且时间上更

早———１９６９年。中南关系的正常化在初始阶段虽然有毛泽东所说的“敌人的

敌人就是朋友”的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高层对社会主义认知、

对外交关系认知的变化，而且也推动了这种变化。随着中南关系的深化，这一

点越来越明显。之前中方在“三评”中直接质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国家身

份；①而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方不仅承认了先前斥责南斯拉夫行为

的错误，而且认可了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再视其为“修正主义”。中

方开始接受了南斯拉夫自１９４８年开始的“走自己道路”、进行改革的理念，并

且借鉴南斯拉夫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指导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生活。当然，南

斯拉夫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是有限的。１９８０年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

国内很快陷入重重矛盾，中国自然客观地看到了南斯拉夫道路存在的问题。

不仅如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不再局限于向东欧国家学习改革的经

验，而是转向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和采用国外一切

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因此，中国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显然不同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

主义，它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且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等问题上的探索

比南斯拉夫走得也更加深远。然而，思想认知的变化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

点，中南关系缓和的最大意义可能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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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龚猎夫：《１９７７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台前幕后》，《晚霞》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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